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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为制定“城市繁荣指数”提出了一个更稳健和灵活的框

架，力求让指标和数据分析与城市规划师及政府决策者的政策需求

实现关联。联合国人居署新近制定的“城市繁荣指数”，突出了“以

人为本”的城市繁荣，采用的是更为渐进与平衡的政策议程，此举

已引入一种更全面的政策路径，将生产力、基础设施、生活质量、

平等与社会包容，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整合为一个贯通的体系。以

这个国际性议程为基础，“城市繁荣指数”的概念和方法论体系仍

有可修正和提升的空间。或许我们也能以渐近的方式，让它成为更

理想的政策工具，使其能真正应对城市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让不同

区域的城市在各自的社会—空间情境下，实现可持续的繁荣。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for a more robust and flexible framework 
to develop the “City Prosperity Index” (CPI), which aims to connect 
indicators and analytical intelligence with the policy needs of urban 
planners and government strategists. The adoption of a more progressive 
and balanced agenda of ‘people-centred’ urban prosperity in the UN-
Habitat’s newly developed CPI has already led to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to integrating productivity, infrastructure, quality of life, equ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to a coherent framework. 
Building on this international agenda, there is still scope to critically 
revise and improve th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CPI, probably in an incremental manner, to make it a more tailored 
policy instrument that can truly address the different sets of challenges 
faced by c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under different socio-spatial context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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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国际人居》2015 年 第 45 卷（第 1 期）（Habitat 

International, 45[1]: 3-9），爱思唯尔出版社授权作者在我刊发表中译文

引言

量化指标的计算和使用，与其所处的政策体制环境息息相

关。因为现实考量，需测度的政策概念也非一成不变，而必须

动态地界定（Greer, 1969）。多年来，针对各国的城市发展状

况，跨国组织已在评估方面有所投入。从 1960 年起，世界银

行（2013）每年都编制“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用于监测国际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度。1990 年，联

合国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指数（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按照人的发展程度将各国划入四个组别（United Nations, 2013）。
进入 21 世纪以来，欧盟统计局（Eurostat）有步骤地推进“城

市审计”（Urban Audits），着眼于全欧洲的城市区域，为欧盟委

员会提供了更多有关生活质量的信息（EC, 2000）。与此同时，

亚洲开发银行也投入力量编制了《亚洲城市统计数据》（Cities 

Data Book），旨在为亚洲的城市管理提供政策资讯（Westfall & 

de Villa, 2001）。
近些年来，国际上的政策话语已有所转向，淡化了国家和

区域的视角，转而聚焦城市。在政策议程上，城市被视为增长

的引擎，这种话语转向与发展中国家汹涌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

关。尽管城市化水平存在区域性差异，并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区

域的发展阶段有关（UNDESA, 2012），但若按照 2011 年联合国

发布的数据预测，到 2050 年，城市居民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

超过 2/3。如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华安 · 克洛斯（Joan Clos）

所言，值此“危急时刻”（a time of crisis），联合国人居署（UN-

Habitat, 2012: iv）近期提出了制定“城市繁荣指数”（CPI: City 

Prosperity Index）的建议。全球金融危机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

战，都呼唤重大的解决方案出台；而城市也应不负众望，成为

走出危机、迈向繁荣的引擎。

此处有几个关键问题尚需解答。（1）这个新的“城市繁荣

指数”何以与众不同？（2）要制定一套稳健的指标数据来测度

  著    张丞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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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繁荣，其方法论和概念界定将面临哪些挑战？（3）若

要以稳健灵活的指标体系来测算及衡量城市繁荣，关键的参

数又有哪些？除了回应这些问题，本文更着重于阐明完善

“城市繁荣指数”体系的基本原则，以使指标和数据分析与

城市规划师及政府决策者的政策需求实现关联。

稍后，针对 2012/2013 年版《世界城市状况》报告

（SoWC: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2/13 report）提出

的“城市繁荣指数”（UN-Habitat, 2012），本文将首先概括其

关键特色并展开严谨的评估。接下来，着眼于“城市繁荣指

数”的改进，本文将点出一些有待回应的概念及方法论问题。

随后，基于指标研究的国际经验，文章的第四部分将探讨那

些可资借鉴的原则及基本准则，以期为“城市繁荣指数”提

供支持，推动建立一个既稳健而又以政策为导向的指标体系。

针对如何测度城市繁荣，文章将在结尾部分陈述本研究的方

法论及实践意义。

1  繁荣的车轮 ：一个整合与渐进的议程

“城市繁荣指数”的构想源自对城市活力及其变革性动

能的有力确认，由此亦凸显出城市的重要性。当“世界进

入城市时代”（UN-Habitat, 2012: v），“上个世纪城市那些低

效且不可持续的功能及形式正在经历蜕变”，取而代之的是

“一种‘为人所称道’、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UN-Habitat, 

2012: iv）。在诸多方面，这些令人鼓舞的城市品质都与人类

发展指数的基本原理相似，即意在通过测算人均寿命、成

年人受教育比例、国内生产总值和购买力平价系数（UN, 

2013），“将发展经济学的焦点从计算国民收入转向以人为本

的政策”（ul Haq, 1995 quoted in Fukda-Parr, 2003: 302）。“城

市繁荣指数”即是以强烈批判“GDP 崇拜”作为其出发点，

提议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测度人与社会之福祉。

通过将繁荣纳入“以人为本”的议程，联合国人居署提

出了自己的政策路径，认为繁荣的城市应具备如下基本特质：

• 生产力 ：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 ；

• 基础设施 ：有效发挥基础设施、固定资产和公共设施

的作用；

• 生活质量 ：提供社会服务，改善生活水平，确保安全

与安定；

• 平等及社会包容 ：保证财富和福利的平等分配，根除

贫困；

• 环境的可持续性：创造财富的同时，保护城市环境，

保育自然资源。

这五个繁荣的维度被认为是繁荣车轮的轮辐，其中

每个方面都可用一系列指标或亚指数（sub-indices）来

度量（图 1）。五个繁荣维度的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s）请参见表 1。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并没有提出一

套全新的指标，而是沿用了“人类发展指数”（HDI）中的

指标设定，来重新计算“城市繁荣指数”中生产力和生活质

量的数值。这一做法既体现了延续性，也有助于对国家层面

人类发展指数和城市层面繁荣指数中的两个构成部分进行横

向比较。

有人或会认为，这种对繁荣无所不包的定义，会使其流

于泛泛之谈，因而难于兑现；或还有人认为，面对全球性的

经济危机，联合国人居署对繁荣的宽泛理解会强化经济增长

在国际政策话语中的分量。就量化测度繁荣而言，除了倡导

一个更为平衡及整合的框架，联合国人居署还将“政府、制

度、法律和城市规划”置于核心位置，以期实现可持续的繁

荣。鉴于任何一座城市无论何时都难以在相同基准上实现五

个方面的繁荣，政策的介入方为达至平衡之道。车轮是一种

图像化的类比（图 1）：车毂代表城市的力量和创新性政策，

它们为五条相互依赖的繁荣之辐提供平衡，并创设结构，驱

图 1  城市繁荣车轮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15

表 1  城市繁荣指数：定义和变量

生产力指数

它测算一座城市全部人口在特定年份产品和服务（包

含附加值）的总产出，包括如下变量：资本投资、正

式 / 非正式就业、通货膨胀、贸易、储蓄、进 / 出口

和家庭收入 / 消费

基础设施开发指数 它合并了两项亚指数：主要基础设施和住房

生活质量指数 它合并了三项亚指数：教育、医疗和公共空间

平等及社会包容指数
它包含三项亚指数：空气质量（PM10）、CO2 排放量

和室内污染

环境可持续性指数
它合并了对收入 / 消费不平等（基尼系数）和对服务

与基础设施使用机会不平等的测算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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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沿着“繁荣之路”前进。除了法律和政府机构，城市规

划也担负着关键角色，一起构成驱动城市发展的轮毂。通过

突破行业性的政策壁垒，城市规划将带来整合性的视角 ；当

不同维度的城市功能彼此联结，城市规划也在平衡的过程中

提供着具有包容性的议程（Wong & Watkins, 2009）。
强调城市是繁荣的引擎可谓《世界城市状况》报告的

另一大进展。过去，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在编制复合指数及设

定基准时，都聚焦于国家层面。如今，寻求空间平等的政策

议程已转向城市层面，地方化和本土化的增长与发展路径因

而愈发重要。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地方化的应对，城市的地

位由此凸显 ；作为“灵活与创新的既有载体”，城市可望为

全球性的挑战提供“现实、均衡和高效的”解决方案（UN-

Habitat, 2012: 11）。
以上讨论表明，“城市繁荣指数”的确有一些非常积极

的特征。然而问题在于，若借助总体数据来量度发展，这一

指数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可能的陷阱？欧盟、亚洲开发银

行和联合国都在编制城市发展指数。尽管如此，我们对城市

变化的理解仍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局限 ：其一，从地理范围来

看，多数研究报告只覆盖了世界上的特定区域（如《亚洲城

市统计数据》）；其二，通过测度国家层面的政策表现，许多

指数重在为之排序（如人类发展指数）；其三，大部分研究

提供的是社会变化特定方面的切片信息。看起来，“城市繁

荣指数”的确回应了这些问题——通过无所不包的指数设

定，力求在全球范围内测算城市的繁荣。诚然，为城市繁荣

制定标准、进行比较，该指数在诸多方面都有较大改进。《世

界城市状况》报告虽也阐明了相关原则及测算体系，但在具

体表述与操作化“繁荣”概念的时候，仍明显有所缺憾。接

下来，本文就将详细解析“城市繁荣指数”所面临的概念及

方法论挑战，希望它能在不同的社会—空间背景下，为政策

制定提供测量的工具。

2  概念及方法论挑战 ：现有的工作基础

城市变化是不停歇的空间转型过程。全球金融流动和电

子通信技术改变了城市竞争所处的国际经济形势。同时，城

市地区长期存在的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

重构，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文化转型。转变的过程喜忧参

半，其结果还须取决于城市及其功能性腹地的资源禀赋和对

资产的开发利用。

2.1  概念的开放性及其复杂互动
用一个多辐辏的车轮来整合生产力、基础设施、生活质

量、平等与社会包容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使之皆为繁荣的

概念所涵盖，这种思路意在表明，应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实现

城市的繁荣与发展。繁荣的五个维度本身均为相对模糊和开

放的概念，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Wong, 2006），需经

过实践中的试错来验证其可操作性（Innes, 1990）。这五个维

度确立过程中的复杂性及概念本身的模糊特征，为确定它们

之间的互动关系带来了困难。不过，更重要的并不在于具体

测算，而在于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繁荣，并解释其运作机

制。

概念（如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涵盖了变化的

过程及发展现状。繁荣在不同维度上的运作，会强化和推进

城市的重构过程（如生活质量和生产力），但它们之间的互

动亦会产生冲突（如实现经济增长和保证环境的可持续）

（Wong & Watkins, 2009）。举例来说，生活质量和经济繁荣

之间的因果关系，就颇为棘手和难于厘清。卡斯特（Castells, 

1989: 52）认为，生活质量并不是硅谷产业分布模式的决定

因素，而是高新产业附带特征的自然结果。同样，芬德利

等人（Findlay et al., 1989）也没能在英国的城市里找到生活

质量指数和地方繁荣指数之间的显著关联。黄燕玲（Wong, 

2001）发现，只有在传统生产要素都具备的条件下，生活质

量才会对地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城市内部，生活

质量对消费空间起到的塑造作用比对生产空间起到的塑造

作用更大。博迪（Boddy, 1999）也做了类似研究，其结果

表明，缺乏社会融合并不会影响竞争力 ；“表现”较好的城

市，大都长期存在各种形式的社会隔离。在相同的城市空间

中，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隔离常常可以共存（Wong et 

al., 2011）。纽约即是例证——在世界城市的繁荣榜单上虽高

居第二（UN-Habitat, 2012: 19），其在平等指数方面的表现却

远远落后于繁荣指数的其他维度。

可持续的繁荣是个复杂议题，其目标多元，牵涉彼此

关联的各类活动。在处理该议题时，城市规划及政策措施要

灵活把握好各类活动的边界，认识其“多元理性”，并充分

理解城市其实是来源于各种行动者的多元社会实践（Davy, 

2008）。由“城市繁荣指数”捆绑在一起的许多概念，都属

于利特尔和韦伯（Rittel & Webber, 1973）所谓之“棘手问

题”（wicked problems）。这些问题深嵌于变动的社会背景，

各具独特之处，同时又难于甚至无从解决（Rae & Wong, 

2012）。生活质量就是个特别难处理的概念，因为在很多人

看来，以人为本的繁荣，其结果说的就是生活质量。

2.2  复合指数的数据及其估值质量
因为用来计算生产力和生活质量亚指数的变量沿用了人

类发展指数的指标，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制定这些指标的方法。

根据《人类发展报告》（UNDP, 2001: 137），“当一个指标成

分出现数据缺失，若合理的估值能从其他来源找到，该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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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将被列入报告。鉴于数据和方法论一直都有所修正，不同

年份人类发展指数的数值和排序并不具备可比性”。一般来

说，国家层面的指数涵盖了更多的项目和种类，而较低的空

间层次则相应较少。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取城市层面的精确

数据将会更为困难。当不同指标的数据估值合并成为亚指数，

其偏误就会被放大。因为编制可靠数据遇到的问题存在层次

差异，这种放大的效果也会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的亚指数发

生变化。

我们需要揭示这些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会产生

累积效应，使后续问题更为复杂，并进而影响不同亚指数及

人类发展指数总体排名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也将限制我们

展开变化分析（change analysis）的可能（以便确定各城市逐

步实现可持续繁荣之动态表现）。要提高测算的稳定性，须

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如何获得全世界城市层面的精确数

据？（2）不同亚指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否会发生变化？

（3）特定区域内所计算的城市数据是否会存在系统性的测

算误差？同时，针对其报告中的分析性内容及对排名的解释，

联合国人居署应更多讨论其方法论层面的局限，并相应地给

出“预警”。

各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境

也大相径庭。要搜集关于这些城市的大量数据，其难度不容

忽视。即便是在那些有监测习惯和数据收集体系的国家，如

美国和英国，要为城市地区制定一套明晰且可靠的指标也并

非易事（Wong, 2006）。《亚洲城市统计数据》项目对此进行

过开诚布公的讨论，不管是在亚洲还是英国，面临的问题并

无多大差异（Westfall & de Villa, 2001）。要为全球性的“城

市繁荣指数”编制数据，任务将更为艰巨。因为很多城市

位于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完善的统计体系，要使数据保持

高度兼容和连贯，难度可想而知。目前，“城市繁荣指数”

的数据收集成本要由各城市政府来承担。其结果是，许多城

市因没有提供数据而被分析过程拒之门外，该问题显然需要

引起重视。即便是在欧洲，“城市审计”项目二期（Urban 

Audit II）在指标编制过程中也遇到了同类问题（RWI et al., 

2010）——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数据调查回收率

很高，而在欧洲其余地区，回收率则很低。这个问题关系到

要更新“城市繁荣指数”，展开数据搜集活动的频率应该如

何确定？数据收集频率和开支之间显然能有所平衡。除了明

确制定“城市繁荣指数”将是个渐进的过程，联合国人居署

还有更多现实问题尚需处理。

2.3  权重和分析方法
要简化指标集（indicator set），制定复合亚指数和综

合指数是预设选项，因为这会提供一种短平快的技术集成

（Wong, 2006）。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选取最稳健的“权重”

系统来合并各项指标。巴戈林和科米姆（Bagolin & Comim，

2008）的研究显示，若对指标使用不同的权重系统，人类发

展指数的排序将会发生剧烈变化。因此，对于收集整理起来

的数据库，敏感性分析（如 Coombes et al., 1993b, 1995）就

很重要。在作出最后判断之前，应明确结果上的哪些差异是

来自不同的权重方式。在其报告中，联合国人居署并没有清

楚地解释，在创制五项繁荣指数及其总指数的时候，所使用

的方法论和权重方案是什么，它只是声明“什么指标需被纳

入该指数及其各自被赋予的权重尚有不少要改进之处；但那

些被选定的指标已为分解繁荣的不同维度提供了可能，亦随

之指明了政策介入的方向”（UN-Habitat, 2012: 18）。既然权

重方案的制定方法向来都颇具争议，仍有待探讨，联合国不

妨打开这个方法论的暗盒，以集思广益。

2.4  空间动态和城市的定义
在我们所处的城市系统中，最具影响力的变化是空间

上的持续去中心化。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典型特征体现为

“超越正式行政边界的向外扩张，汽车和土地投机是其主要

推手……相比城市的人口增速，城市建成区的扩张平均下来

是它的两倍多”（UN Habitat, 2012: 28）。着眼于利用潜在的

专业人才储备和其他可开发资源，我们必须将城市发展放入

更广阔的空间背景，看到城市与其空间背景的互动和联结

（Robson et al., 2000）。
棘手的问题随即出现 ：我们是否应根据城市的行政

边界来测度其繁荣？若依循行政边界，便可能有违城市与

其地域空间背景互动的状态。对于边界划定局促的城市 

（图 2），其行政划定范围会小于城市的实际体量 ；而对于

一个边界划定宽松的城市，情况则正好相反（Carter, 1981）。
沿用城市行政边界，而不是经济的功能性边界（例如劳动力

图 2  空间边界和指标数值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边界划定宽松

城市边界

城区边界

城市化地区

繁荣区域

边界划定局促

测度值：4 个中等 测度值：1 高 3 低 测度值：2 个中等，2 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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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房市场边界），会低估或夸大对城市表现的认知。如图

2 所示，虽然城市繁荣的空间格局相同，采用不同的城区边

界划定方式，测度的结果会大异其趣。城区的扩张突破其行

政边界进入腹地，也促使卡斯特（Castells, 2007: 1）指出：

“这一分类（即‘城市’）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已是明日黄

花”。许多中国城市的发展即呈现这种空间格局（Cheng et 

al., 2013; Zhang, 2000; Tao et al., 2010）。因此，鉴于城市中心

与其腹地的相互关联，应以一种更确切的方式来界定城市

（Deas & Giordano, 2001），以避免因划界偏差可能导致的误读。

2.5  城市变化和外部全球性力量的关系
全球化过程的穿透力是宏观层面的动因，加速了复杂城

市系统的转型过程，也导致空间发展的不平等，并推动在地

行动者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世界城市状况》报告强

调城市的重要作用，视其为增长引擎和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要

塞。然而，“城市繁荣指数”却无助于分解带来变化的不同

驱动力，抑或它们之间的互动效应。城市变化有可能来自地

方层面的结构性转变和历史惯性，也有可能源自国家或全球

层面的外在动力（Rogerson, 1999）——或者内外因素之互

动。关于国家和城市层面互有关联的那些表现，《世界城市

状况》报告虽给出了一些分析，却不足以跨越多重空间尺度，

解析其间的互动效应。

应用统计技术来探讨整个指标集内部的互动关系，并

找出带来多方面繁荣的支持维度（Wong, 2002）——例如

“城市审计”项目二期使用的主成分分析方法（RWI et al., 

2010）——值得尝试。同样，《亚洲城市统计数据》（Westfall & 

de Villa, 2001）也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展开了横切与主题分

析，并为比较 18 个亚洲城市的表现设定基准。重要的问题是，

应通过严密的分析过程，阐明繁荣车轮各维度之间互动的本

质，并验证其五分法的稳健程度。若要使“城市繁荣指数”

真正对城市的管理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同一个指数体系，

在不同的空间层面上进行监测。与此相关，上面已探讨过是

否应沿用城市的行政边界来收集数据。然而，行政边界并不

一定与体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关联的功能性区域相一致。因

此有必要提升监测能力，以便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搜集、分

析和展示数据。

2.6  追踪进展和制定政策
为了给城市规划提供资讯并建立制度框架，如何理解城

市所取得的进步颇为重要。通过设定基准（或曰对标），参

照其他地区或国家层面的平均水准，评估特定城市的进步

与成就，就能为衡量其相对表现提供标尺。然而，使用人

类发展指数给国家排序饱受批评，因其并不能为榜单本身

提供更细致和具体的解释（Bagolin & Comim, 2008）。不同

地区处在非常多样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境之下，脱离背

景的一般法则不可能成立。这亦是在强调，参照对象也应从

具备类似情境的地区中选取。为应对这个难题，有人提出

了结构—表现模型（Carlisle, 1972），以便分析差异化的社

会—经济背景（结构），确定其城市地区的表现。这一分析

框架无意于建立因果模型，却区分了结构（structure）与表

现（performance）——前者是对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的本

质描述，后者则对目标和结构导向的表现进行测度。不过，

由于各种社会—经济议题相互交织所导致的复杂性，要在操

作层面上区分条件和结果并不现实（Wong, 2002; Wong et al., 

2004）。
通过基准设定，可以评估相对表现。不管是景气条件

下的经济增长，还是萧条过后的经济复苏，基准设定要考

虑到经济运行的情境及其外部动因。泰勒（Taylor, 2000）指

出，设定基准进行城市间的相互比较，或是与将来改善后的

状况进行对比，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比较过程若只关注

城市问题的某些负面情况，就会以偏概全，不及其余。在

某些情况下，发布国家排行榜会对特定的城市和区域造成

影响判断的既定印象。这意味着分析指标的时候，应对研

究结果的表述和传播保持敏感（Wong, 2006）。复合指数具

有避免信息过量的优势，但对于城市变化不同方面的多样

化表现，它也会失之精细。联合国人居署表示，“城市繁荣

指数”能让城市管理者把握和平衡繁荣的不同方面。不过，

使用复合亚指数，而不是发布每个指标的数值，将可望显

著减少政策分析的信息量。

3  政策导向指标体系的分析原则

要改进“城市繁荣指数”，让它成为稳健的政策工具，

其概念和方法论层面的挑战在短时间内并不容易解决。联合

国人居署为此采用的渐进方式颇为可取。然而，《世界城市

状况》报告提及的修正工作，主要是针对其指标和权重方案。

以上讨论表明，挑战不只来自对数据和权重系统的技术性修

补，以下这些方面也需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即：使繁荣的不

同方面能够概念化（conceptualisation）；发现多重空间尺度

上不同驱动力的因果关联；现实地考量数据收集的职责及成

本；加强利益相关方的能力建设，以确保“城市繁荣指数”

成为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

《世界城市状况》报告还缺少一个要素——对整个指标

体系和确立该体系分析性原则的清晰构思。如果“城市繁荣

指数”以后要进一步发展修正，成为城市管理的政策工具，

就尤其需要重视上述缺失。基于此前为城市规划和地方发展

制定指标的相关研究（Wong, 2006; Wong & Watkin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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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e & Wong, 2012），下文将列举七项分析性原则，希望能为

将来改进“城市繁荣指数”提供借鉴。

（1）连贯性和可比性。数据收集应具备同样的时空基础，

对指标和城市空间的界定要有一系列清晰的概念作为指导，

以便有效展开城市间的比较。《世界城市状况》报告对其研

究过程中筛选城市的标准语焉不详。当然，处理这个问题时

难免会有些政治敏感，不过，与其回避，还不如携手各利益

相关方寻找妥善的解决方案，以实现报告作出的承诺。

（2）追踪进展和变化。对各项指标以及“城市繁荣指

数”各个方面的亚指数进行分析时，应对所谓进展的内涵和

方向作出清晰表述，使其免于开放性的解释。要注意建构指

数的方法，确保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能用它们来追踪各

个方面的变化，并以此决定政策干预的方向。

（3）基准设定与交叉比较。参照具有类似社会—经济

和政治状况的城市的表现，能更好地理解指标数值对于一

个城市的意义。此处可考虑使用结构—表现模型来确定所

有城市的现状背景条件，具备类似条件的城市可归为一组，

以便比较其繁荣状况。也就是说，分析过程须重在比较和

对照具备近似条件的城市，而不是它们在“城市繁荣指数”

中的总体排名。

（4）多元的分析单位。由于城市变化的复杂性，要在国

家和区域背景中评估城市的表现，就需要通过多层级的空间

框架来提供一个灵活的分析结构。《世界城市状况》报告里

有一些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分析，但不够连贯和系统。完善的

多空间尺度分析将有助于更充分地获取政策讯息。

（5）探讨共变（co-variations）和互动效应。对城市繁荣

的不同方面及其背景情况，应提供详尽的数据，进一步分析

城市繁荣各维度之间的共变及互动效应。使用主成分分析方

法进行探索性研究将会是很好的出发点。

（6）采用软指标和定性信息。“城市繁荣指数”基本上

以定量数据作为基础，而对指数和指标数值的分析将会用到

定性数据和其他软信息，以利于评估进展状况，或使数据的

解读更为充分。《世界城市状况》报告对某些城市做了简短评

述，若是能对每个城市都进行系统评论，将对报告本身大有

助益。如果对每个城市及其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空间背景都有

所勾勒，并配上言简意赅的定性评价，报告也会更便于使用。

（7）沟通和学习体系。若要把“城市繁荣指数”嵌入城

市规划和政策的制定过程，就需要各城市合作伙伴和利益相

关方的投入参与。这意味着，“城市繁荣指数”指标体系的

改进工作需要关注政策资讯的沟通——特别是那些关键的合

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可以分享的讯息，要推动他们相互学习

决策经验，展开政策讨论。网络上的互动可视化工具将是前

进的方向（Kingston, 2007; Wong et al., 2012）。不同层次的分

析、描述、评论、表格、图形及指标，都可以汇集到同一个

网页，让用户操作取用，并自行展开分析。

上述前三个原则彼此关联，单个原则的实现将推动其他

原则的发展。因此，“城市繁荣指数”若要成为一套稳健和

有效的测算体系，这三项原则对于牢固确立其质量阈值更为

关键。第四、五、六项原则与其分析方法的深度改进有关。“城

市繁荣指数”是巨量信息的收集过程，联合国人居署的工作，

重在从数据中抽取最佳的政策讯息来辅助政策考量。不过，

方法论层面的挑战和开支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最后一项原则

针对的是合作伙伴关系和能力建设，有政治方面的挑战，需

要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投入时间展开讨论。更重要的是，要制

定一套真实有效的“城市繁荣指数”，有赖于成功获取政治

上的支持和推动，而这也将有助于克服数据收集和方法论层

面的一些难题。

4  结论

对于城市繁荣的强调，为城市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趣的

平台来重新思考地方营造的策略，并让人回归各项思考的本

质。不过，上述讨论也点出了将来需要面对的方法、概念和

政治挑战。

由于《世界城市状况》报告中并没有更多提及方法论

层面的细节，对“城市繁荣指数”的稳健程度进行全面评价

也颇为不易。联合国人居署应公布对“城市繁荣指数”中

不同要素的精确定义，以征求专家和利益相关方的评论及

意见。此外，还有必要清楚解释，“城市繁荣指数”的测算中，

如何对城市进行界定。由此，我们才能更严谨地进行概念

化操作，对各种驱动力和繁荣的不同维度及结果进行定义。

本文列出的分析性原则旨在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基础，

探讨什么才是今后最为行之有效的城市繁荣国际监测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套指标能够堪称理想，当新的

政策议题出现，质量更好的数据随之产生时，联合国人居

署所设定的指标也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化。关键在于，应制

定一套指导原则，提供一些参数及灵活性，使之可用于确

立将来的指标体系，并能适用于各种情境。而每个区域的

利益相关方也应继续推进这个指标体系的建设，为其修正

和改进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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